
∗ 本文为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小农户的组织化”
（２１ＤＴＲＯ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同仁李英飞、马学军对论文写作

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他们的修改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本文的质量。 文责自负。

“集体”新议：马克思公社思想的启示∗

潘　 璐

提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社会学面临如何将“集体”概念化的挑

战，马克思的公社思想为此提供了理论启示。 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研究中

确立了公社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普遍性，总结了氏族公社、家庭公

社和农村公社的多元形态及其演变过程。 马克思“公社”概念的核心是在

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社会联结和共同性，公社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融合统一。
本文将马克思的公社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对当代中国的“集体”进行了

概念阐释，为理解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　 公社　 集体　 集体经济　 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如何将“集体”作为一个实质性概念进行学术解

释，一直是学界关心的议题。 经济学研究将农村集体作为产权主体和法人组织，
从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合作机制等方面分析其发展路径（姚康镛，
２０１５；刘守英、程果，２０２１），关注集体在所有权归属方式、占有方式、基本制度、经
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安排（王景新，２０１３；周延飞，２０１７；崔超，
２０２１）。 社会学中与“集体”最为接近的概念大概是“社区”，“社区”也是社会科

学中定义最为繁多的概念之一（威廉斯，２０１６：１２５）。 社会学围绕社区研究形成

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包括人文区位的视角（吴文藻，１９３５；费孝通，２００１）、文化的

视角（Ｌｉｎ，１９９５；林耀华，２０００）、组织结构的视角（施坚雅，１９９８）、社会网络和社

会资本的视角（项飙，２０００；帕特南，２０１１）、制度分析的视角（毛丹，２０００；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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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冯仕政，２００７）、社会行动和社会冲突的视角（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５５；桑德

斯，１９８２）、权力的视角（李友梅，２００３；桂勇，２００７）等，从不同侧面呈现了社区的

内在构成及其动态变化，为理解中国城乡社区的变迁提供了分析工具。 然而，这
些理论传统在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议题时仍然存在不足。 从方法论来看，
微观层面的社区研究胜在对现实世界的深度剖析和理论建构，但难以通过研究

数量的叠加形成对于“集体”概念的总体性归纳。 从理论视角来看，社区研究的

多元视角中缺少政治经济维度，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研究的主题迅速增

多，分散的研究视角难以对“集体”进行整体性的理论阐释。 因此，社会学已有

的“社区”概念不能等同于“集体”，无法直接迁移到集体经济的研究中。
针对这些挑战，马克思的公社研究可以为有关“集体”的社会学阐释带来一

定启发。 长久以来，对马克思公社思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
主要以马克思早期的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
产党宣言》等为基础，从中分析和归纳其公社和共同体思想（欧阳康、王晓磊，
２００８；池忠军，２００９；李义天、曲伟杰，２０１３）。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晚年古代史阅

读笔记逐渐公开出版，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高度重视，出版

了一系列研究读本，对其进行历史考证和当代解读（例如，曹典顺，２０１３；袁雷、张
云飞，２０１３；李义天、田毅松，２０１３；贾向云，２０１７；张静，２０２１）。 但这些对马克思

公社思想的解读主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本身，与中国的发展现实缺少

经验连接，难以直接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
鉴于此，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公社思想，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本文以马克思 １８７０—１８８０ 年间写作的文章、书信、阅
读笔记为主要文本进行文献研究。 文章第二部分回顾马克思 １９ 世纪下半叶公

社研究的历程；第三部分从历史实践层面介绍马克思关于公社历史普遍性、多样

性与能动性的观点；第四部分从思想内涵层面提出马克思“公社”概念的核心是

建立共同性，面向未来的公社形态是个体和集体的融合统一；第五部分将马克思

的公社思想与中国发展现实相结合，对当代中国的“集体”进行概念阐释。

二、马克思的公社研究历程

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生产、交换、产品分配的条件与形式的科学，政治经

济学的范畴不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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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除了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之外，还要对发生在这些形

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加以研究

与比较（恩格斯，２０１８：５２５）。 然而，在 １８４８ 年之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对于非资本

主义的思考或阅读是很少的（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６４：２６）。 直到 １８４８ 年，马克思的目

光基本上投注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Ｂａｓｓｏ， ２０１７：５６）。 沙宁（Ｔｅｏｄｏｒ Ｓｈａ⁃
ｎｉｎ）把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马克思（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马

克思（１９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和晚期马克思（１９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１）。
在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看来，马克思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关注

前工业社会或非欧洲社会的历史：一是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即起草《政治经济学批

判》之前的时期；二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即《资本论》出版和起草《资本论》第二部

和第三部之后的时期（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６４：２６）。 马克思公社研究的主要思想成果

也正是在这两个阶段形成的。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视野开始扩展。 １８５０ 年到达伦敦之后，

由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学界引发了一系列讨论，马克思开始关注印度公社

问题，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重要

文献。 １８５３ 年，他开始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 撰写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６４：２２）。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印度

发现了亚细亚公社———东方一切特有现象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７６：８２ －８５）。 不过，这一时期马克思仍把印度公社当

作由东方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决定的亚洲特有的现象，强调印度公社作为亚细

亚专制主义和停滞的牢固基础的消极作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ｂ：８５０）。 他以线性方式对历史进程加以解释（Ｂａｓｓｏ， ２０１７：
８１），坚信公社所有制关系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走向解体。 这也使得他在对印度

问题的分析中倾向于强调英国殖民者对于摧毁东方专制制度、促进社会状况改变

的进步意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ｂ：８５０）。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马克思进一步将目光跳出西欧，扩大了思考的地理

范围。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只是零星地提到俄国，而且表达了对一个落后的、
“反启蒙”国家的简单看法。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末，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

的时候发现，由于农村公社的存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制度与西欧国家存

在很大差异。 他也由此开始关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 自 １８６８ 年起，马克思与俄

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Ｎｉｋｏｌａｉ 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保持了十余年的通信联系，建立了亲密

的友谊，获得了关于俄国农奴制改革、俄国公社和农民状况的大量书籍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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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交流中了解了车尔尼雪夫斯基（Ｎｉｋｏｌａｙ Ｃｈｅｒｎｙ⁃
ｓｈｅｖｓｋｙ）的观点，由此更加关注俄国农民问题。

马克思在最后十年实现了他学术研究的飞跃（何增科、周凡主编，２００８：
９８）。 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作品中主要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引起自身的

逻辑发展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他在晚年更多关注的则是社会历史如何从原始

共同体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李义天、田毅松，２０１３：１９），他的阅读集中于对资本

主义之前各社会形态的研究。 沙宁认为，马克思晚年学术取向的形成主要受到

四个重要事件的影响：一是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意识到工农联盟在

革命中的重要性，从而更加关注农民问题；二是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间社会科学对于

史前社会研究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三是社会科学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中

乡村社会的研究更加丰富；四是俄国的革命经验和农村公社的现实给马克思打

开了一扇探索资本主义多元发展路径的新窗口（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３）。 可以说，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结构的

一般性理解（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１）。
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修改并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评价。 他

不再通过地理标准将社会形式概念化，而是开始关注其社会特征的复杂性。 马克

思广泛阅读了奥古斯特·哈克豪森的《俄国农村状况》、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

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约翰·菲尔的《印
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以及亨利·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等著作，并
做了大量阅读笔记。 １９７２ 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ｒａｄｅｒ）
编译整理了马克思的四个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和菲尔笔

记）并命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将马克思晚年关于欧洲以外社会

和史前社会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苏联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摩尔根笔记。 １９７５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４５ 卷

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马克思的四个人类学笔记，将其命名为《卡尔·马克思

论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又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贾向云，２０１７：３３）。①

巴斯克斯（Ａｌｆｒｅｄｏ Ｍａｃíａｓ Ｖáｚｑｕｅｚ）等认为，马克思始终对研究公有制的生

产形式充满兴趣。 马克思在公有形式和价值形式之间进行了实质性的区分，他
相信公有形式对于克服交换价值取向的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Ｖáｚｑｕｅｚ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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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外学界对于马克思晚年研究非欧社会尤其是史前社会的笔记有着不同的命名。 以克拉德为代表

的一些西方学者称其为“民族学笔记”，多数西方学者则称之为“人类学笔记”；苏联学者一般称之为

“古代社会史笔记”。 我国学界曾称之为“古代社会史笔记”，目前则通常称之为“人类学笔记”。



２０２１）。 因此，本文认为，将马克思的学术生涯分为《资本论》写作时期和关注公社

与俄国农民问题的晚年时期两个阶段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从马克思晚年对公社的

阅读和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所作的“原始共同体－资本主

义社会 －真正的共同体”的勾勒和展望，这也是很多学者拒绝以割裂的方式理解

晚年马克思公社思想的重要原因。

三、公社的历史实践

（一）氏族公社作为原初社会的普遍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 １８４７ 年发表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

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随着古代社会史知识的增多，马克思改变

了这一观点，认为土地公有才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所有制形式。 在 １８８８ 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恩格斯在脚注中补充道：“这①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

历史。 在 １８４７ 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
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

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

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 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

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

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５：２７）。
在马克思的公社研究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它

使马克思确定了原始氏族公社这一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组织的普遍性。 摩尔根在

书中从发现和发明、家庭观念、政治观念以及财产观念这四个主要方面阐释了人

类社会由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 马克思于 １８８１ 年

５ 月至 １８８２ 年 ２ 月间研读了这本书并极为赞赏，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

语。 除第一编第 ３ 章之外，马克思对全书所有章节都做了详细的阅读摘录。
基于对易洛魁人的实地研究，摩尔根阐释了美洲土著以氏族为基本单位形

成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政治组织体系。 这种氏族社会依靠血缘关

系结合而成，所有成员都拥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和互相保卫自由的义务。 他们

享有平等的个人权利，按照民主原则选举和罢免氏族首领与酋帅，召开氏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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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上文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议，实行财产的氏族共有（摩尔根，２０１２：９５）。 摩尔根发现，以血缘关系纽带、
土地公有制度、民主政治原则为基本特点的原始氏族公社在人类古代普遍存

在，这种组织广泛流行于整个蒙昧阶段晚期和整个野蛮阶段（摩尔根，２０１２：
４２７）。 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前的希腊和罗马（摩尔根，２０１２：７６），在爱尔兰人的

“塞普特”、阿尔巴尼亚人的“菲司”或“弗腊腊”组织以及恺撒和塔西佗时期的

日耳曼人部落中都存在氏族组织的痕迹（摩尔根，２０１２：４１１ － ４１３）。 《马克思

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其他篇章中也摘录了氏族组织普遍存在的证据，例如“在
整个墨西哥和秘鲁的定居的红种人部落中，就在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的

时期里，土地公社的最古形式……是氏族公社，这种公社以家庭份地的同时存

在为前提，家庭份地的大小则以某一家庭之属于某个继承人集团为转移……
这种公社称为卡尔普里”（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６：７）；“在 １６ 世纪中叶，墨西哥和秘

鲁的农村公社还存在于立法中，很大一部分印第安村落还共同占有土地和资

本”（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６：２１）。 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的笔记结尾处还补充了一

系列他从恺撒、塔西佗和塔西佗的解释者利普西乌斯的著作中所摘引的摘记，
对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集体制度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这是摩尔根的著作中所

没有的（克拉德，２０１７：２８１）。
对于摩尔根提出的氏族公社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普遍性，马克思是认同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马克思指出，“印度为我们提供了这

种经济共同体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这种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
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

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８：２９４）。 他认为，
古代民族的社会形态是由血缘亲属关系和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这两个社会关系

决定的。 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前，在所有社会，特别是发展比较缓慢的社会

中，这两种社会关系或者它们的变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６：１）。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出：“一
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

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变成了生产的桎梏。 它被废除，被否定，
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 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导致的

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 因此就必然产生出

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 但是，这一要求不是

要回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恩格

斯，２０１８：５１２）。 马克思固然看到了古代共同体的物质匮乏和狭隘性，但他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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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和强调原始公社与原始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土地公有制、社会化

的劳动组织、非阶级化的平等的个人权利和民主的内部政治组织。 正是这些基

本特征为马克思思考高级阶段的公社形态提供了基础。

（二）公社的阶段性演变与多元类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所有制形式

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ａ：１４７），这是他们对于前资本

主义历史分期和演化的最初观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进一步

推进了对所有制形式的历史讨论，将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分为亚细亚、古典

古代和日耳曼这三种形式。 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个人同家庭一起在分配

的公社份地上从事劳动，公社之间彼此独立，在公社之上还存在一个更高的所有

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公社只是作为世袭的占有者使用土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５：４６６）。 古典古代形式体现为以土地所有

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土地为公社（国家）所有，贵族代表共同体占有公社土

地，并将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护民来进行利用。 与前两种作为实体存在的

公社不同，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公社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联

合，而不是一种联合体。 每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公有地只是个人财

产的补充，公社主要在为公共目的而举行的集会中得到体现（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５：４６８）。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接触到乔治·毛勒（Ｇｅｏｒｇ Ｍａｕｒｅｒ）关于

马尔克公社的作品。 马克思在 １８６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博物

馆里，我勤奋地研究了老毛勒关于德意志马尔克、村庄等的最新著作。 他详细证

明了土地的私有财产是后来才有的……有趣的是，就在这时，俄国人每隔一定时

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德国最初是每年一次）在德国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

甚至十九世纪”（Ｍａｒｘ，１９６４：１３９）。 毛勒让马克思注意到，在日耳曼公社中一直

在进行定期的耕地分配，这种习俗甚至在 １９ 世纪仍然存在（特别是在马克思的

出生地特里尔周围）。 日耳曼公社不再像《大纲》中那样被视为由独立的个体农

民组成的非实体性组织，马克思也逐渐放弃了他对于亚细亚形式、古典形式和日

耳曼形式的三种类型划分（Ｔａｉｒａｋｏ， ２０１６）。
１８７５ 年后，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Ｍａｋｓｉｍ Ｋｏｖａ⁃

ｌｅｖｓｋｙ）的研究又为马克思更细致地理解公社多样性提供了素材。 １８７５—１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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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柯瓦列夫斯基先后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上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

系。 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１８７９
年一出版，马克思当年 １０ 月就开始对该书进行评注和摘录。 该书考察了墨西

哥、秘鲁、印度、阿尔及利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公社制度的历史演变。 由于印度

的土地关系形式最为复杂，存在的公社形态最为多样（柯瓦列夫斯基，１９９３：
５１），柯瓦列夫斯基以印度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对公社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梳理，将
其主要归纳为如下五个阶段和形式。 （１）氏族公社：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作，
共同经济的产品归公共仓库，以满足整个公社的需要。 （２）家庭公社（按继承法

确定份地大小）：氏族公社被个体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取代，每个氏族成员

依距始祖远近的不同获得大小不同的份地。 （３）家庭公社（按实际占有确定份

地大小）：个体份地不再与距始祖的亲属等级相符合，公社成员只要缴纳赋税就

可占有无人耕种的公社荒地。 （４）定期平均分配的公社土地制度：每当人口增

加致使公社成员间现有的土地分配不均时，公社成员便进行重新分配，重新分配

没有定期性。 （５）耕地私有的土地制度：耕地和草地归公社各个成员私人所有，
只有附属地仍归公社成员共同所有，失掉土地的公社居民仍可享用公有附属地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６：２８ － ３６）。
在阅读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概括了公社所有制形式的

演变，分别是：（１）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２）按照氏族分

支的数目划分家庭公社；（３）按照继承权（即亲属等级的远近）确定家庭份地；
（４）按照实际耕种情况确定个体份地的农村公社；（５）公社土地或长或短的定期

重分。 公社土地重分制度最终导致土地的私人占有。 起初参与重分的包括宅

院、耕地和草地，而后宅旁土地、耕地和草地又相继被划为私有财产（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６：３７）。 马克思在原始氏族公社

原生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公社的多元形态，即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和农村

公社，而农村公社就处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

渡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０９：５８６）。
柯瓦列夫斯基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归结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

冲突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公社内部、国家与公社之间以及殖民者与公社之间这

四个层面。 在他看来，家庭的分家析产、公社内的分化与不平等以及国家对公社

组织的削弱固然加剧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但真正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是 １８ 世纪

末以来欧洲各国的殖民统治。 英国于 １７９３ 年通过了《关于承认印度柴明达尔永

为世袭土地所有者》的法案，孟加拉的土地被承认为柴明达尔的私有财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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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社地产和私有地产被掠夺。 公社成员因拖欠税款、高利贷等原因而拍卖出

让份地，加快了土地所有权向城市高利贷者手中聚集。 随着城市资本家阶级侵

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公社首领在协调利益方面享有的道义权威逐渐消

失。 在人为破坏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农民所有者逐渐让位于大土地占有

者，自身成为无地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２００９：１３５ － １３７）。 不只是在印度，在美洲大陆和北非，殖民国家的土

地政策都给原有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马克思倾向于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公社的存在是其成员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个体以公社为媒介发生对土

地的关系。 在公社中，个体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进

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 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

同体的生存，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在个人对公社的一定关系中实现

再生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５：４７７）。 要使

公社继续存在，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 这种再生

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又是对旧形式的破坏（例如人口增加产生的影

响）。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其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

种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５：４７８）。
公有制形式的解体是必然的，同时它又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创伤性的结

果，那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农民由此遭受的剥夺。 随着对公社认识的深

入，马克思晚年也更深刻地表现出对农民命运的关怀，这在下文他对俄国民粹主

义的评价中有所体现。 此时的马克思对殖民者土地政策加速公社所有制瓦解进

行了更强烈的批判。 在 １８５３ 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
克思曾说道，“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

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ｂ：８５７）。 而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
程和结果》一书的阅读笔记中，他写道，“英属印度的官员们……都把旁遮普公

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

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１９９６：９４）。

（三）１９ 世纪俄国村社中的历史能动性

在较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主要分析农村公社的落后性。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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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马克思仍认为俄国公社会像印度村社一样走向终结（何增科、周凡主编，
２００８：１３）。 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马克思开始思考公社的历史能动性。 马

克思的这一转向与俄国革命民粹派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 革命的民粹主义

是当时俄国主要的本土革命传统，其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１）。 在从 １８７２ 年末到 １８７３ 年①的某个时候，马克思阅读了车尔尼

雪夫斯基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文集》（春木棉，２００８：１０７）。 在 １８７７ 年《给〈祖国

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加赞赏：“在《资本论》德
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

家’。 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

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
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

全部成果，而又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我的可敬的批评家至少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

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ｃ：７２７）。
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围绕农村公社的本质和历史进行了激烈辩论，１８７２ 年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出版也推动了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 公社

的反对者认为，农村公社是沙皇国家的一种产物，保存了俄国农业及其整个政治

经济的落后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不应把公社所有制认为是俄国民族性

的天赋特点，而应该把它看作每个民族生活中一定时期的全人类的属性（车尔

尼雪夫斯基，１９５９：９２）。 俄国的农村公社只是在欧洲保存得最好的村社，并且持

续进入到一种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国际和地区背景之中。 农村公社的积极特

点需要保留，而保存它的原因是为了保存大部分国民对不动产的占有并实现尽

可能平均的分配，实现经济活动的公共性（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９５９：１７４ － １８１）。
与此同时，只有把公社纳入新的生产环境，使其成为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

会组织的胚胎，它才能确保农民群众的福利。 马克思本人也先后写下了《给〈祖
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以下简称《复信》） 《关
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等文本来阐明自己的见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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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７０ 年 ７ 月，俄国革命家洛帕廷（Ｈｅｒｍａｎ Ｌｏｐａｔｉｎ）拜访了马克思，以便把《资本论》翻译成俄语。 洛帕

廷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将近三分之二，后来由于去俄国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

夫斯基而中断了翻译，剩下的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完成。 相关内容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

十三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ｍａｒｘ － ｅｎｇｅｌｓ ／ ３３ ／ ０４６􀆰 ｈｔｍ）。



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极为相似：“从理论

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包含的私有

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
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

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 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中央编译局，
２０１２ｃ：８２６）。 因此，一些俄国社会革命党认为，在关于俄国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

上，马克思是站在革命民粹主义一边的（春木棉，２００８：１０１）。
马克思在《复信》中对俄国公社命运的论述最为详细。 虽然最终的第四稿复

信仅有寥寥几百字，但是回信过程却成了马克思展示其思想前沿的“知识厨房”
（Ｓｈａｎｉｎ，１９８１）。 首先，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资本主义生产

的实质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痛苦而残酷的剥

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ｃ：８２０ －８２１）。 但是，
“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

的形式”（马克思，２００４：８２３）。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的讨论范围并不适用于

大量土地掌握在公社手中的俄国，他反对将《资本论》中的论述上升为历史哲学。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特征。 农业公社的二重性本质表

现为公共所有与个体占有之间的互补性———公有制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

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使个性获

得发展。 不过，根据马克思对公社历史的阅读，他认为农业公社是一个不稳定的

过渡形态，个体动产的积累最终会导致耕地和公社附属地变为私有财产，在公社

内部产生利益冲突并造成公社的解体。 因此，农业公社的未来要么是私有制战

胜集体因素，要么是后者战胜前者。 但究竟如何发展，只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

环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ｃ：８２４）。
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俄国公社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所处

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 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意味着公社不

必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历资本主义危机就能够占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

和积极成果。 这与原始公社因生产力落后、缺少实现阶段性跨越的必要经济条

件而走向衰落的处境截然不同。 俄国公社内部也具备了发展的优越条件，即适

合规模化经营的地理条件、能够实现集体耕作的土地公有制，以及俄国农民劳动

组合的传统与集体协作。 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共存的外部环境能够为公社集体

劳动的组织与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设备、肥料等必要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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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马克思提出了通过革命解决俄国公社发展困境的必要性。 俄国公社

发展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家和资本家。 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再加上资本家、商
人、土地所有者和乡村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公社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 马克思

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他并没有无条件地坚持俄国公社有可能过渡到

共产主义的观点。 如果这一超越有可能实现的话，那么其原因并非俄国民粹派

所崇尚的理想的“公社精神”，而应归功于革命。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

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

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５：５）。
对于马克思来说，农村公社不只是一个俄国问题。 它关系到资本主义世界

中的农民问题，决定着农民能否摆脱被剥夺和无产化的英格兰式命运，是否能不

经过资本主义转型的痛苦就在社会化的生产中实现自身的自由与发展。 马克思

也借由俄国公社问题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发展路径，探索是否有可能不通

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标。 可以说，马克思是

将公社视为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障农民利益的一种系统性组织，在更一般

性的意义上提出了资本主义转型的多样性和替代路径的可能性问题。

四、马克思的公社思想内涵

（一）马克思的“公社”语词释义

与剩余价值、阶级、异化等概念不同，公社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核心

概念。 学术讨论相对匮乏的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语言上的障碍。 在德语中，马克

思使用过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ｗｅｓ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等多个词语来

表达公社和共同体的含义，但是这些词在英文中均被译成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在中文

版中又大多被译为“共同体”。 这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大量围绕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论述，但同时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又令人备感模糊。 例如，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共同体范畴十分宽泛，原始群、氏族、家庭、部落、农村公

社、国家、阶级等都可以被纳入马克思的共同体范畴（秦龙，２００６）。
我们以《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为例来看三个文字版本在翻

译用词上的差异。 在谈到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写道：“在这种土地所有制

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英文：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德文：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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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部落共同体（英文：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德文：
Ｓｔａｍｍ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即天然的共同体（英文：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ｏｄｙ；德文：Ｇｅｍｅｉｎ⁃
ｗｅｓｅｎ），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２０１２ｂ：７２５；Ｍａｒｘ，１９６４：６８，１９５８）。
马克思还指出，在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这两种

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

质前提的天然统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的主人。
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并且，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德文：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德文：Ｇｅｍｅｉｎｄｅ）的
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当作财产共有者即公共财产的体现者，或是

把其他个人当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即独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

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

与这些为数众多的土地私有者并存。 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劳动的目

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英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ｂｏｄｙ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德文：Ｇｅｓａｍｔ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ｗｅｓｅｎｓ）的生存。 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
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２０１２ｂ：７２４ － ７２５；Ｍａｒｘ，１９６４：６７； Ｍａｒｘ，１９５８）。

马克思并非无差别地使用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ｗｅｓｅｎ， 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这几个词。 虽然它们都有“共同”之意，但是所指代的组织形态与内

涵并不相同。 麦吉尔（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ｅｇｉｌｌ）认为，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在日常的德语中经常

使用，指的是任意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通常被马克思用来指非政治形式的

组织（Ｍｅｇｉｌｌ， １９７０）。 在谈到公社时，马克思常用的是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一词，更接

近于政治意义上的组织。 马霍瓦尔德（Ｍａｒｙ Ｍａｈｏｗａｌｄ）指出，在马克思对“公
社”（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词的用法中至少可以看到两种含义：一种是当前存在的社

群或公社集体现实；另一种是尚不存在的公社的愿景和目标 （ Ｍａｈｏｗａｌｄ，
１９７３）。 再进一步对比之后，马霍瓦尔德（Ｍａｈｏｗａｌｄ， １９８８）对马克思的这四个

用词进行了区分：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是人类通过社会的形成而相互联系的基本倾

向，它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现实性的、人性化的特征。 它解释了

人的社会性存在，是马克思用得最多的词汇。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和 Ｇｅｍｅｉｎｄｗｅｓｅｎ 有时

被用来指先前存在的或现在存在的公共形式。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一词很少出现在马

克思的文本中，它主要用来表达一种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一个既有的共

同体。 巴索（Ｌｕｃａ Ｂａｓｓｏ）认为，马克思的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一词时主要指的是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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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社，他拒绝将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理想化，认为共产主义不能被理解为

恢复过去的前资本主义秩序；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意味着超越国家，
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下的功能性组织，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
后，马克思不再使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一词来表示共产主义，而是使用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ｓｓｏ， ２０１７： ２０２ －２０３）。 塞雷尼（Ｐａｕｌ Ｓｅｒｅｎｉ）也认为马克思在

著述中更加强调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这一概念的核心地位，而不是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马克思

在他成熟期的著作中倾向于用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指共产主义形态，因为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既不是

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原始的，它指的就是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Ｓｅｒｅｎｉ， ２０１０：１４３）。
可见，马克思的“公社”主要对应的是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一词，其核心指向是

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社会联结和共同性（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ｉｎｇ）。 共同性是贯穿马克思

整个思想轨迹中的一条“红线”，他从早期著作开始就在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概念中展

开政治探讨，基于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具体形式思考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 在

此意义上，公社 ／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代表着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形成的超越交换

价值取向的社会联结，它是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关系基础。 正如恩格斯在 １８７５ 年

给倍倍尔的信中所写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

消失……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因此，我们建议把

‘国家’一词全部改成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

于法文中的‘公社’”（恩格斯，１８７５）。

（二）公社本质：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共同体

马克思对公社的论述经常被拿来与滕尼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的“共同体

与社会”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进行比较 （ Ｐａｐｐｅｈｎｈｅｉｍ，１９６８；秦晖，
２０００；池忠军，２００９）。 滕尼斯是在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中对共同体展开讨论的。
通过在古代历史中考察政治与社会的起源，德国历史主义的奠基人赫尔德（Ｊｏ⁃
ｈａｎｎ Ｈｅｒｄｅｒ）批判了霍布斯式的原子化的“自然状态”，认为人生来就处在社会

中，自然状态即是社会状态，家庭状态又是最早的社会状态，基于家庭的共同体

关系统合了政治与经济。 滕尼斯以此为起点，系统对比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

人类社会中的结合类型，彻底反思了近代的理性启蒙和霍布斯式的理性主义

（李荣山，２０１９）。 滕尼斯所描绘的共同体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群体

（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或是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

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里实现的。 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

合体，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得到了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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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表现。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政治体，即公社（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建立在自然会聚、
天然地服从权威者的基础上，其历史的经典原型是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之相应的是

人对风俗的敬畏、对神圣宗教信仰的精神结构；而社会的政治体则是人造国家

（Ｓｔａａｔ）（滕尼斯，２０１９：ｘｘｉｖ）。 在滕尼斯写作的时代，俾斯麦政府疯狂镇压社会主

义运动，容克专政和垄断资本主义兴起，传统秩序和道德伦理受到极大冲击与破坏

（滕尼斯，２０１９：ｉｘ）。 借助共同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滕尼斯希望理解从 １８ 世纪直

到现代以来的各种潮流与斗争，思考日耳曼文化的整体发展及其未来。
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套独特的道德理念。 德国共同体

传统在批评资本主义之余，未能将社会文化分析与经济相结合，无法超越政治经

济结构来构想新的共同体形态（李荣山，２０１８）。 因此，滕尼斯的共同体更多地

带有一种面向过去的怀旧情感。 而马克思所设想的公社则是滕尼斯“共同体—
社会”二阶性的延伸，具有更强的未来取向（Ｂａｔｉｕｋ ＆ Ｓａｃｋｓ，１９８１）。 马克思将人

类社会分为前资本主义 － 资本主义 － 共同体社会（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三个主要

阶段。 就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来看，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共同体 － 个体

性和外部社会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 公共的个体性（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Ｇｏｕｌｄ， １９７８： ５）。 在早期的公社（或者说滕尼斯的“共同体”）形
式中，个体与集体是直接统一的，他们通过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自然纽带结合在一

起，个体依附和从属于集体。 尽管公社内部存在差异和不平等，但整个公社构成

了一个相对静态或稳定的实体。 马克思认为原始公社的道德力量就是这种人类

社会的有机统一，通过自己的劳动将人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自

己的生活，并在此过程中繁衍他们的集体（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６４）。 只是这种古老的

社会生产有机体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为基

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马克思，２００４：９４）。 在第二个阶

段，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从其原有的自然生产条件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个体化，
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对物和商品的客观依赖，加剧了人与集体的分裂，造成了人的

异化。 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个阶段，个体之间以及使得共同体得以构成

和维系的社会联结主要依靠的不再是血缘和宗法关系，而是人们通过公共交往

和劳动分工形成的社会纽带。 个体性可以在共同体内得到发展，同时个人又能

够与集体和他人重新实现融合。
未来面向的公社 ／共同体就是这样一个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

理想形式：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个体与自然实现一致；个人劳

动是作为社会劳动来实现的，在社会化的劳动中，个体发展其自我意识，获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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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现，并回归其社会性存在（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９４）。 这样的公社不仅是道德的和情感

的，更是实践的；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而是实践共同体（Ｈｏｌｍ， ２０２０）。
因此，马克思的公社理想是嵌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他所

论述的公社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共同体精神，更是人类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形成

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公社的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他对公

社的分析始终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而非意识决定论的。 就其最初形态来看，
土地公有制的出现是由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之后，公社存续的优势和意义在于能更大限度地保全共同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

有和使用，使个体摆脱对商品的从属地位（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８：６５ －６８）。 马克思

并不为传统共同体的衰落而神伤，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更强调的

是如何在既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实现共同体成员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建立起既具

有先进的生产力、又能够赋予个体以自由个性的共同体社会。 这样的共同体也将

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雏形。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共同体

传统，将公社 ／共同体提升到了一个超越等级社会结构的新的高度（李荣山，２０１８）。

五、理解当代中国的“集体”

集体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产物，它的具体形态和

特征既受其组织内部关系的影响，也与宏观制度结构和历史变迁紧密相连。 新

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和薄弱的工业基础，集体化的农村生产组

织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原始积累，也巩固了农业生产中的基础

设施建设。 在分田到户之后，农村集体制下的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在加快乡村工

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转轨时期，农民

通过农村集体参与市场竞争，集体成为农民进入市场的纽带和缓冲，一些农村集

体在市场化发展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潘维，２００３）。 纵观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从制度环境来看，当前中国的农村集体已具备了马

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所提到的公社作为替代性发展路径的优

势与实现条件，即土地集体所有的稳固基础与农户个体自主经营之间的互补性、
集体经济与外部市场环境和先进生产力条件之间的连通性，以及国家和政府对

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与资源输入。 因此，对于“集体”的学术探索就是将

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统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传统和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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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提出符合中国时代特色的“公社”形态。
本文借鉴马克思的公社思想，将“集体”界定为：基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

制，以个体与集体的有机联结与共同发展为价值基础开展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

实践共同体。 个体与集体发展的共同性是集体概念的核心，它规定了集体的价

值基础，在实践层面指导个体与集体在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具体互动方式。 个

体与集体的统一、价值与实践的统一构成了集体的四维分析框架（见表 １）。

　 表 １ “集体”的分析框架

维度 个体 集体

价值基础
个体意愿得到尊重，个体权益得到保障，个
体价值得到实现。

消除社会分化，实现分配正义，连结个体
共同发展。

实践
内涵

生产　

个体通过集体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
个体通过集体获得参与外部经济活动所需
的服务和支持；
通过劳动分工参与集体的社会化生产
活动。

集体向个体提供其难以通过市场或国家
获得的生产经营服务；
集体对个体进行组织，使其共享单个个体
难以实现的生产力。

再生产

个体通过集体获得基本生存资料；
个体通过集体获得再生产所需的服务和
支持；
个体通过集体再分配获得改善生计的福利
保障。

集体向个体提供其难以通过市场或国家
获得的社会服务保障；
集体通过再分配消除个体贫困，实现整体
的凝聚与整合。

在“个体—集体 ／价值—实践”的分析维度之上，针对当前我国的新发展阶

段，“集体”还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个体需求是集体组织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在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的

时代，将集体的整体存续置于个体之上、抑制个体的发展，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历

史局限。 在新发展阶段，集体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通过哪些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与个体连接，在根本上取决于农民的需求。 因此，发展农村集体不等于重新回到

人民公社体制和集体化生产。 不同地域空间中农民需求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决定

了集体组织实践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集体正是通过回应农民需求而形成自己的

内源发展模式。
第二，集体发挥对市场和国家的补充性作用。 农民广泛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获得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集体不是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

唯一空间。 相比于市场和行政的力量，集体是以“社会”的方式与个体联结，更加

直接而灵活地回应农民需求，以克服生产和再生产层面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

灵”。 在当前的农村基层，资本主导的现代农业产业往往制约了小农户的市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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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标准的普惠性福利制度无法应对农民突发性的疾病风险。 这就需要通过集

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践对市场和国家进行补位衔接，保障个体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集体作为“整体性个体”与国家发展相统合。 集体对内是农民实现生产

和再生产的重要保障，对外是连接农民与国家的纽带。 通过对农民的组织和支持，
集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更高的整合范畴上契合国家的宏观发展目标，促进积累与增

长、社会政治秩序和分配正义的实现。 反之，国家通过对单个集体的制度化支持来

巩固治理的微观基础，以每个集体的有序发展作为国家总体发展的有机组成。
２０１４ 年之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逐渐在全国铺开。 通过集体成员身份

确认、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的方式建立社区股份合作社，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常见

的组织形态。 在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资产和产权成为连结个体和集体的

主要方式，农村集体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资产参股等方式获得收益。 通过

“个体—集体 ／价值—实践”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农村集

体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首先，在价值层面，集体经济表现出“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 当前的

农村集体经济往往偏离了“个体与集体共同发展”的价值基础，将重心侧重于集

体，以完成集体经济增收的行政任务为目标，个体的发展并未成为集体存在的核

心价值。 地方政府热衷于鼓励农村集体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资产参股等方

式获得收益，但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结往往松散而薄弱，使得个体无法形成对

集体的组织和情感认同。
其次，在实践层面，集体经济未能为个体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充分支持，个

体需求未能成为集体实践的核心。 在当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中，相当一部分集体

对于农民关心的就业和增收问题着力不足，较少为个体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和

劳动就业机会，对小农户与现代产业的衔接缺少支持，且常见的资产收益型集体

经济排斥了个体劳动参与。 一些集体能够将收入用于助学助困等公益性用途，
为少数边缘群体提供生存保障，但面向广大成员的补充性养老、照料等社区公共

服务仍较为匮乏。 生产和再生产支持的不足使得个体难以借助集体来有效应对

商品化社会的分化效应。
马克思所构想的共同体社会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

和分离，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同利用生产力，共同享受集体创造的福利，使全

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２：３０６）。 在我国的乡村振兴

过程中，集体无疑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织载体。 以马克思的

公社思想来理解当代中国的“集体”，其重要的学理意义就在于融合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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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学的视角，突出集体的实践共同体意涵，将个体和集体的有机联结融合于

“集体”之中。 这一概念阐释为我们跳出经济学主导的学术讨论，从重建“共同

性”入手来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启发。

六、结　 语

１９ 世纪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以
阶级动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造成

劳动者被剥削和异化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它的无产阶级“掘墓人”。 与此对应的代

表先进生产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城市，而非乡村。 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视角

从批判性的阶级分析转向了建设性的社会建构。 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阐释了以土地

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组织的历史与演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
公社经历了从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到农村公社的演变，经历了公有制的衰落和私有

制的兴起。 尽管如此，农村公社的残存在马克思的时代依然可见。 公社的历史实

践促使他更加关注乡村社会的潜在力量，思考如何使农民不必遭遇无产化的剥夺

就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的自由。 为此，马克思回到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中，为
理想社会形态的实现寻找答案。 遗憾的是，受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环境所限，马克

思尚无法根据实践对“公社”进行充分的理论化，他的公社研究仍是未完成式。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中国的农村集体依

然具有马克思所期望的公社特征，也使乡村社会具备了实现替代式发展的可能

性。 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为基础探寻一种本土化的转型道路，避免工业化和城市

化对农民的剥夺，是几代中国社会学人的目标和愿景（陈占江、包智明，２０１５；杨
清媚，２０１９；叶敬忠，２０２１）。 秉持这一学科传统，本文抛砖引玉，以马克思的公社

思想为源，尝试对“集体”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希望与更多同仁一起探索

中国农村发展的“集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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